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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高新区发展变迁史也是一部政策机制演进史。本文将通过国家高新区政策机制的“D-A-T-P”理论分析模型，分析政策机制演进的逻辑和规律。研究表明，国家高新区政策机制演进呈现规律性特征：需求触发机制从国家战略向个体创新需求转变；目标导向机制从点上改革突破向面上辐射带动转变；工具实现机制从单型工具向多型工具转变；绩效跟踪机制从经济单一向度向高质量综合向度转变。本文结合国家高新区政策机制演进经验，从促进政策供求匹配、形成政策目标共识、优化政策工具结构、畅通政策绩效链路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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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policy mechanism of national high tech Zon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polic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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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history of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is also a history of policy mechanism evolution.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logic and law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cy mechanism through the "d-a-t-p" theoretical analysis model of the policy mechanism of the national high tech Zon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volution of policy mechanism of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presents regular characteristics: the demand trigger mechanism changes from national strategy to individual innovation demand; The goal oriented mechanism changes from point reform breakthrough to surface radiation drive; Tool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changes from single tool to multi tool;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chanism has changed from economic single dimension to high-quality comprehensive dimension. Combined with the evolution experience of the policy mechanism of national high tech zon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four aspects: promoting the matching of policy supply and demand, forming a consensus on policy objectives,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policy tools and unblocking the link of policy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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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新区是我国政府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平台，是我国“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载体，承载集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促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等重要使命。[[endnoteRef:0]]国家高新区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促进成果转化、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持续引领示范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高新区的产生，本质上也是一种国家发展战略引导下的政策性工具。高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含义，现在的高新区更多的是“高技术+新经济”。而针对高技术和新经济，对应着我们在管理体制方面就是“高效率+新体制”。如果把这两个“高+新”对应起来，可以更好的服务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endnoteRef:1]]新时期，进一步推动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我们需挖掘高新区新一轮经济增长点，总结和梳理国家高新区政策演进历程、演进特点、演进规律，进一步指导新时期国家高新区政策机制制定。 [0: 冯记春.促进国家高新区发展 提高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J].中国科技产业,2006(06):17-19.]  [1: 陈文丰,张越.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创新——记第十期“创新双谈”[J].中关村,2018(05):39-45.] 

1  “D-A-T-P”分析框架
近几十年国内外学者围绕政策过程理论建构了不同的模型框架：诸如制度理性选择框架、多源流框架、中断-平衡框架、倡导联盟框架、政策扩散框架等。这些理论框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政策过程中的环节因素、主体因素等。拉斯韦尔在《决策过程》中将政策分为7个功能环节。安德森在《公共决策》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5个范畴。琼斯在《公共政策研究导论》中将政策系统运行看做是由11个功能活动组成。陈振明在《公共政策分析导论》[[endnoteRef:2]]中将政策系统的运行划分为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和政策终结等不同环节。彭纪生，仲为国[[endnoteRef:3]]等人认为，为充分体现政策的内容，国家高新区发展政策应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以及政策措施三个维度对不同政策文本进行梳理。盛亚，孙津[[endnoteRef:4]]提出应综合政策内容和政策力度两个视角研究地区创新政策的供给。 [2: 陈振民.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5-200.]  [3: 彭纪生,仲为国,孙文祥.政策测量、政策协同演变与经济绩效: 基于创新政策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09):25-36.]  [4: 盛亚,孙津.我国区域创新政策比较——基于浙、粤、苏、京、沪5省(市)的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30(06):93-97.] 

国家高新区的布局是政府干预及治理创新经济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本研究通过梳理挖掘国家高新区政策制定过程理论中的“过程要素”，在公共政策研究和政策过程研究的基础上，从政策需求（policy demond）、政策目标（policy aim）、政策工具（policy tools）、政策绩效（policy performance）四个维度，分别建立需求触发机制、目标导向机制、工具实现机制、绩效跟踪机制，进而建构国家高新区政策机制“D-A-T-P”四维分析模型（图1）。
图1  国家高新区政策机制分析模型工具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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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需求触发机制（D）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政策需求是政策演进的起点和触发动力。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当资源配置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均衡，形成“帕累托最优”时，制度就趋于稳定或者缓慢迭代状态；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就将发生“帕累托改进”的空间。[[endnoteRef:5]]国家高新区政策机制的演进，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成本-收益”考量的需求触发推动的。从发展实践看，国家高新区政策需求具体可分为国家战略需求、区域发展需求、企业创新需求（图2），三者从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外部利润的追逐。如何合理地导入国家战略需求、区域发展需求、企业创新需求，兼顾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等主体的利益取向，是国家高新区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5: 安宇宏.帕累托改进与帕累托最优[J].宏观经济管理,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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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政策需求触发机制
[bookmark: _Toc1859464534]1.2  目标导向机制（A）
公共政策的目的，是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endnoteRef:6]]国家高新区政策的发展目标涵盖了市场机制所不能提供的公共类用品，比如政治、文化、精神、价值观等。公共政策目标一般来说有宏观的、中观的以及微观的。各级政府在制定国家高新区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兼顾衡量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目标导向，分别回应国家战略、区域发展、企业创新的需求。此外，政策目标也可以划分为正式目标和非正式目标。正式目标主要体现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规划、意见、办法等文件中，具有较强的引领性和约束性。非正式目标更多的体现在高新区主体博弈过程所达成的一致性默契。两者共同作用于高新区建设发展的方向。 [6: 陈健,郭冠清.政府与市场: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工业化过程的回顾[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1,37(03):20-30.] 

根据国家先后发布的高新区相关文件，可将国家高新区政策目标归纳为三个方面：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图3）。[[endnoteRef:7]]其中，“示范”是指国家高新区要承担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区和示范田功能，在挣脱体制束缚、破解体制难题、达成社会活力等方面起到先行先试作用；“引领”是指国家高新区要引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通过科技要素注入、培育高科技企业，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增长；“辐射带动”是国家高新区要辐射周边地区发展、辐射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成为地方经济的增长点和主动力。 [7: 王胜光,朱常海.中国国家高新区的30年建设与新时代发展——纪念国家高新区建设30周年[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33(07):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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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政策目标导向机制
[bookmark: _Toc983676132]1.3  工具实现机制（T）
政策工具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将政策意图转变为管理行为，将政策理想转变为政策现实”[[endnoteRef:8]]。在公共管理及政策执行中，选择何种政策工具、工具的优化组合方式、用哪一种标准来评价该政策工具的效果，这些问题影响了政策能否达成既定目标的关键。借鉴Rothwell和Zegveld[[endnoteRef:9]]两位学者对政策工具的分类，将国家高新区政策工具分类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图4）。其中，需求型工具主要通过引导刺激需求、减少市场不确定性而实施的政府采购、用户补贴、贸易激励、组织应用示范工程、支持市场拓展和商业模式创新等手段；供给型工具主要从加大要素资源供给入手，包括土地、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资源；环境型工具主要是营造有利于经济运行的法制环境、营商环境、产业环境所采取的目标规划、金融支持、法规规范、产权保护、税收优惠等手段。 [8: （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12.]  [9: Hanson E C ,Rothwell R ,Zegveld W.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public policy : preparing for the 1980s and the 1990s[J]. American Political ence Review，1981，76(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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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政策工具实现机制
[bookmark: _Toc2042940742]1.4  绩效跟踪机制（P）
政策绩效，是政策制定、执行的结果，是对政策需求的贴合性、政策目标的合理性、政策工具的适配性进行的检验。[[endnoteRef:10]]政策绩效的评估，是政策实施情况的闭环反馈。根据公共政策评估理论，政策评估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从评估方法来看，分为正式评估与非正式评估[[endnoteRef:11]]；从评估主体来看，分为自我评估、第三方评估、工作对象评估。国家高新区政策绩效，往往体现在经济和创新活动中的统计数据，这是最为核心的绩效内容，也是目前国家高新区评估所采取的评估内容。科技部火炬中心每年根据既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各个国家高新区相关数据指标进行采集、加权计算，得出国家高新区整体绩效及排名位次，这是我国各个领域特别是政府常用的评估手段。评价指标体系政策绩效纳入分析框架，起到三个方面作用：第一，评估。通过绩效分析，评估各个国家高新区的发展状况；第二，检验。检验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在建设实践中的合理性；第三，反馈。主要根据实际绩效，对政策目标、工具的反馈和校正(图5)。 [10: 李兴开,李宇辉,卢东宁.国家高新区管理政策创新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导刊,2019,(36):174-179.]  [11: 刘儒,郭荔.新中国70年价格机制改革：演进逻辑，显著特征与基本经验[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3)：1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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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政策绩效跟踪机制
2  基于D-A-T-P模型的国家高新区政策机制演进分析
[bookmark: _Hlk57709807][bookmark: _Hlk57737995]本文结合高新区发展历程的经验性判断和相关文献研究，并参考科技部关于《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问答中对国家高新区阶段的划分，国家高新区发展阶段主要有“创业发展”“二次创业”“创新驱动、战略提升”三个阶段。[[endnoteRef:12]]本文通过“D-A-T-P”四维分析模型，归纳提炼国家高新区各个阶段的重点和特征，解析国家高新区政策机制演进规律。 [12: 马力宏.“市场活跃、政府有为”发展模式的成功探索[J].政策瞭望, 2021(04):24-27.] 

[bookmark: _Toc1736980868]2.1  创业发展阶段（1988年—2000年）
[bookmark: _Toc1001590166]（1）需求触发机制：国家战略需求为主。国家高新区的发展受制于体制和思维的束缚，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基本难以实现，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企业和科研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被压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endnoteRef:13]]1984年中央下发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建设，这不仅代表中国建设国家高新区的起步，同时也承担改革试验田的使命。在中关村成功探索的基础上，国家先后批复建设了53家国家高新区。高新区发展 “工业园区”或工业集聚区的发展的趋势。例如科研人员下海创业、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科技企业需要扶持成长的需求日益强烈。由此可见，该阶段国家高新区的政策发展主要由“发展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国家战略为主的需求触发机制。 [13: 高培勇.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J].企业管理,2021,(07):35-37.] 

[bookmark: _Toc1560939360]（2）目标导向机制：改革示范为主。此时我国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基本零基础，即便是传统工业体系，也距离发达国家有一二十年的差距。政策目标围绕着“先工业”发展道路；集聚企业、产业等要素资源；做大做强工业，再优先做强高新技术产业。高新区的主要政策目标是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探索国家科技机构和科技人员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制度机制；探索“科技面向经济”找寻一种可依托的组织载体和生长机制。[[endnoteRef:14]]同时，国家还打造了例如无锡高新区、厦门火炬高新区等具有典型改革示范意义的国家高新区。由此可见，该阶段国家高新区的目标导向机制是以改革示范为主。 [14: 刘儒,王媛.市场与政府的互补关系[J].甘肃社会学,2018(05):200-205.] 

[bookmark: _Toc215666885][bookmark: _Toc626366835]（3）工具实现机制：供给型环境型工具为主。1988年，北京市政府颁布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是我国第一个关于高新区的政府行政性法规。随后国家又发布了系列政策文件，例如税收政策主要是“三免三减半”政策和关税优惠政策，为当时的企业提供了非常大的政策红利；便利性政策方面，可在高新区内开设技术进出口公司，出口业务开展较好的可以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等；资金信贷方面，银行可赋予高新区一定额度的长期债，高新区可以向社会筹集资金。此外，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免购国家重点建设债券等。与此同时，该阶段的政策工具也发生变化， 1996年以前，高新区的政策基本都是先行政策，国家在高新区内进行政策的压力测试，高新区内可以享受政策，高新区外不能享受。 随着发展逐渐深入，政策向各大范围的企业主体覆盖延伸，高新区的政策边界日益模糊，专有的政策红利逐渐变成了普适性的政策，完成了高新区先行先试的改革任务。由此可见，该阶段的政策工具主要以供给型和环境型为主，中央和地方政府更多在基础设施供给、生产要素供给、人才培养供给等方面，以及税收优惠、金融政策、便利性政策等环境型工具。
（4）绩效跟踪机制：经济指标评价为主。1992年科技部就开始研究评价指标和体系，先后颁布了93年版的国家高新区考核标准、99年版的国家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从指标设定上看，更侧重对高新区当期经济总量及发展状况的考核评价，以及利用外资情况和外资企业数量，缺乏明晰的技术创新指标导向。从政策结果来看，2000年，53个高新区技工贸总收入、工业总产值、实现利税、出口创汇分别为9209、7942、1057和185.8亿美元，分别超过1991年的105倍、112倍、89倍、103倍，十年年均增长60％以上。高新产业产值占比从1％左右上升到10％以上，其中高新区贡献了50％左右。可以看出，这个阶段所产生的政策绩效，主要以经济指标增长为主。政策需求、目标、工具和政策绩效是互适的。[[endnoteRef:15]] [15: 乔路程.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政府和市场的辩证关系[N].科学导报,2021-04-27(B02).] 

[bookmark: _Toc1815410493]2.2  “二次创业”阶段（2001年-2012年）
[bookmark: _Toc324639943]（1）需求触发机制：地方经济转型需求为主。由于前一阶段仅仅注重招商引资以及工业企业集聚，导致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成果转化等内生发展、内涵发展的高新区建设初衷没有完全实现，多数高新区仍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2001年中国加入WTO，改革开放事业开始加速，经济发展形势对高新区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历了前期规模扩张、粗放型增长后，地方的经济转型需求明显加大，对高新区的需求转向了创新驱动、内涵式发展。[[endnoteRef:16]]2001年，科技部在武汉召开工作会议，在总结上阶段建设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的任务目标。高新区从“工业园区”开始真正走向了“科技工业园”的道路，对于企业集聚增长的需求逐渐转移到了追求高新区科技内涵上来，逐步形成了这个阶段的政策需求。由此可见，该阶段国家高新区的政策机制主要以地方经济转型需求为主的需求触发机制。 [16: 任晓伟,赵娜.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研究[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03,93-100+161.] 

[bookmark: _Toc1202316512]（2）目标导向机制：产业引领为主。国家高新区从第一阶段的工业扩张式发展向更加依靠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发展转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内生增长”。为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国务院加快了国家高新区的布局，国家高新区总数达到115家。[[endnoteRef:17]]2003年，为了结合新的发展定位，科技部明确高新区建设目标是通过强化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推动经济社会告诉发展。高新区要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经济增长点，并且打造成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个战略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endnoteRef:18]]。由此可见，该阶段的国家高新区政策目标，是依靠科技力量推动经济较快发展，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导向是以高新区的产业引领目标为主。 [17: 张肇中.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提升监管效能[N].社会科学报，2021-04-29(002).]  [18: 杨鹏.我国高新区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创建海外科技园战略规划浅析[D].复旦大学,2002.] 

[bookmark: _Toc583548048]（3）工具实现机制：需求型环境型工具为主。2010年中关村启动先行先试了“1+6”政策；2011年，中关村科技成果处置权改革试点做法在武汉东湖、上海张江、合芜蚌等高新区范围内推广；2013年中关村“6+4”试点政策在全国自创区范围内复制推广，一年后又在全国进行铺开。先行先试政策主要涉及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股权激励、税收、科研项目经费管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建设统一监管下的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以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等领域范围、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技术转让企业所得税、企业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政策试点。[[endnoteRef:19]]杭州高新区在这个阶段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扶持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发展新兴产业推进自主创新打造人才特区的若干政策》，从产业需求、人才需求出发制定政策工具。由此可见，该阶段的政策工具主要以技术市场为主的需求型，以及以创新创业、财税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环境型工具。 [19: 赵子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方向与规划布局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4.] 

[bookmark: _Toc1507485658]（4）绩效跟踪机制：技术指标评价为主。国务院先后颁布了2003年版、2008年版的国家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从指标设定上看，特别是2008年指标体系，将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创新创业作为主要考核指标，总体上对比第一阶段，这个时期的考核评价更加注重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这个阶段，集聚了科技孵化器、重点你实验室、技术转移机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各类智力资源、创新资源和服务济源，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创新链和产业链开始向深度融合转变。
[bookmark: _Toc1882819281]2.3  “创新驱动、战略提升”阶段（2013年以来）
[bookmark: _Toc130646361]（1）需求触发机制：创新创业需求为主。以党召开十八大作为标志，创新驱动发展上升为为国家重大战略。[[endnoteRef:20]]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速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新发展格局。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日韩贸易争端再次验证；只有具备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关键时刻不被“卡脖子”；防范化解产业风险，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进一步夯实自主创新能力，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破解瓶颈制约；抢占科技前沿孵化原创高价值产业，打造一批国家自主创新突围的先锋军，在全球创新版图脱颖而出，冲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控制和封锁。[[endnoteRef:21]]区域发展更加注重加大创新要素的供给，越来越追求区域创新实力和经济实力的提升。诸如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以及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加速布局。亟需通过创新创业实现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受制于人的局面，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拉动当地新一轮经济增长。企业创新需求更加关注产城人要素的协同，生产生活生态的高度融合。科技企业和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氛围更加浓厚，对科技金融、投资环境等方面加大需求力度。 [20: 陈丽华,王璐.国家高新区创新型中小企业产业化服务体系建设思考[J]. 科技中国,2019(04):25-30.]  [21: 聂淼垚：胡纹.科技创新视角下的高新区土地利用研究[J].建筑与文化,2017(7):208-210.


作者简介：卢顺平（1985-），男，福建永定人，硕士，主要研究从事科技园区管理服务、成果转化政策研究；朱旭迪（1987-），通信作者，男，浙江临海人，硕士，主要从事科技项目、园区管理服务；包海波（1973-），男，河北沧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技术创新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研究。] 

[bookmark: _Toc1935801712]（2）目标导向机制：辐射带动为主。2013年1月，科技部发布国家高新区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探索经济发展和辐射带动周边的新模式。目标围绕“五位一体”“四个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引领辐射力的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九大重点任务”、“七大保障措施”。2013年3月，科技部印发国家高新区创新驱动战略提升行动方案指出“国家高新区正式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创新驱动、战略提升”为主要特点，确定了“四个跨越”的发展目标。”高新区政策着力点主要放在全社会要素，通过建设创新型城区，以此推动科技、模式、制度等方面全面创新，从而实现创新驱动全面发展。高新区的功能形态主要是创新生态园。政策目标，在原来的改革示范、产业引领的基础上，对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的辐射带动目标开始被重视和强调。国家高新区作为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先富带动后富”是其功能属性之一。
[bookmark: _Toc287785427]（3）工具实现机制：供给型环境型工具为主。科技政策逐步向支持创业为主的政策转变，围绕高层次人才创业、激励科技人员创业及技术转移产业化需求，国家及各地大力支持众创空间建设，以创新券、服务券等政府购买方式完善创业系列服务等。普惠性财税政策方面，坚持结构性减税，通过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普惠性财政资金事后奖励，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展自主创新。此类举措扩大了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实施范围；扩大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享受半径，从覆盖领域、条件标准等方面让更多创新企业收到政策普惠。协同开放政策方面，在互联网+融合发展背景下，科技创新的范围由封闭竞争转变为开放合作。区域科技政策逐步向注重产学研合作研发、国际化开放转变。创新创业政策方面，主要是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创新创业，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比如杭州高新区，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若干意见》，构建体系化创新政策，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由此可见，该阶段的政策工具主要以技术攻关、创新空间、创新平台、人才培养等为主的供给型政策工具，以及以发展规划、普惠金融、公共服务、创新创业等为主的环境型工具。
[bookmark: _Toc1725189302]（4）绩效跟踪机制：高质量指标评价为主。国务院颁布了2021年版国家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从指标设定上看，将绿色生态、自主创新能力、创业孵化等方面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考核评价向生态环境、创新创业、自主创新转变，综合反映了这个阶段的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政策结果显示169家国家高新区以占全国0.1%的面积，贡献了全国12.3%的GDP和11.8%的税收；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国35.9%，科技型中小企业占全国33.6%，集聚了全国70%以上的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和工程实验室；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50%。高新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8倍，集聚了近2万家各类研究院所、企业技术中心、新型研发机构和博士后工作站等创新载体。
[bookmark: _Toc106184060]2.4  政策机制演进规律探析
基于对上述国家高新区政策三个发展阶段、四大机制分析，可以归纳国家高新区政策机制演进规律（图6）：政策需求触发机制，呈现“国家战略需求为主—地方经济转型需求为主——创新创业需求为主”的演变机制和规律；政策目标导向机制，呈现“改革示范为主—产业引领为主——辐射带动为主”的演变机制和规律；政策工具实现机制方面，呈现“供给型、环境型为主—需求型、环境型为主——供给型、环境型为主”的演变机制和规律；政策绩效跟踪机制，呈现“评价经济总量发展—评价技术创新发展——评价高质量发展”的演变机制和规律。
总的来看，国家高新区政策正在从分散性、单一化向体系化、综合性演变，从个别部门单打独斗向多个部门协同合作演变，从体制内外分离向政府与市场互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演变，政策绩效也从点上的、量变的追求向面上的、质变的追求演变。可以看出，国家高新区政策机制演进与高新区建设发展、创新转型呈现正相关性，政策机制演进的过程，就是国家高新区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

[image: 图片3]
图6  国家高新区政策机制演进图示
2.5  政策机制演进存在问题
[bookmark: _Toc1316067090]（1）需求“供求性偏差”。现实中，政策供需信息不对称、势位不均衡，政策制定部门对需求问题的采集和识别的全面性、精准度不高，问题梳理提炼水平参差不齐，容易导致政策需求问题无法精准识别、精准靶向，以至于发生源头性偏差，进而影响政策目标的制定。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就有不少企业反映，部分高新区在高端人才认定、职称评审权下放、技术中介机构培育等方面还有一定的政策时滞性，需求识别不迅速、不精准。同时，有部分高新区工作人员反映，企业需求比较碎片化、个性化，有些需求和当前的国家政策方向有所背离，很难上升到政策层面来解决，况且由于高新区普遍存在人少事多矛盾，深入、系统、全面摸排各类主体的需求，精力上往往捉襟见肘。
[bookmark: _Toc1750869083][bookmark: _Toc971101726]（2）目标“主体性博弈”。在高新区发展目标的取向上，国家与地方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往往存在主体性的博弈。国家层面更加注重引导高新区以强化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支撑，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为主线，全面实施产业业态、创新生态、园区形态“领跑战略”，为全国作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和标杆，地方层面受制于区域竞争的压力和短期政绩需求的追求，以及“地域限制思维”，更多将精力放在产业和经济规模增长，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度追求短期内GDP规模增长，而对改革示范、创新示范、辐射示范等长远性目标以及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各类数据指标依然不够重视。对高新区内部来说，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主责主业诉求和目标，容易被其他职能部门的诉求所掩盖或者牵制，政策目标碎片化、分散化，聚焦不够，高新区“高”和“新”的属性有所弱化，难以做到一心一意抓产业、抓创新、抓营商环境，管理人员容易被安全稳定、维稳上访、民生纠纷等社会性事务牵扯。
[bookmark: _Toc905564310]（3）工具“结构性不足”。供给型政策工具方面，部分高新区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基础创新条件供给有限，全链条支撑创新的重大服务平台较少。需求型政策工具方面，在探索运用政府采购、贸易政策、组织实施重大应用示范工程、支持市场拓展与商业模式创新，完善标准体系和市场准入制度等政策措施来引导市场需求等方面的政策还比较缺乏。环境型政策工具方面，目标规划类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工具、营商环境政策工具、金融支持工具、法规规范政策工具等方面做得比较出色，但是在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服务业等方面还不能满足多数企业需求，特别是知识产权融资、知识产权保险、技术产权交易还未有实质性开展。此外，高新区真正具有突破性的、引领性的政策创新不多，更多是小步改进、零敲碎打，在政策创新上保守化，有循规蹈矩的倾向。当前不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区的升级版），承担着创新政策先行先试任务。但从实际来看，这些地方普遍不愿意去当改革的探路者和先行者，更热衷于拿资源、拿牌子。
（4）绩效“阻滞性传导”。政策的绩效评估反馈机制至关重要，关系到政策过程的完整性、政策推进实施的有效性。一方面，高新区政策目标具有多重性和模糊性，很难进行具体精确量化，政策实施的影响涉及多个方面，影响因素一时较难评估。而且高新区政策多是组合重叠的，评估中很难分清具体某项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影响力，从而增加了政策评估难度。另一方面，高新区政策评估缺乏重视。决策者往往将自己任期内制定颁发政策措施作为政绩，容易忽略政策后续的跟踪问效，导致政策收效甚微，甚至有些政策没有退出机制阻碍了工作的发展。从调研了解到，目前国家高新区很少有专门的政策评估机构，往往是由会计师事务所来承担有关政策绩效的统计分析，不容易全面衡量政策的效果作用。同时也缺乏政策反馈通道，政策受众的评价难以精准、体系化地反馈到决策者，偶有的一些网上问卷、座谈也由于组织成本过高而难以覆盖到全部政策。
3  持续推进国家高新区政策机制演进的对策建议
[bookmark: _Toc384557438]3.1  促进政策供求匹配
[bookmark: _Toc1121231195][bookmark: _Toc1231342436][bookmark: _Toc52484283][bookmark: _Toc1445871138]国家高新区发展过程中，为推动政策需求与时代背景、形势任务、主体诉求进行精准匹配对接，克服“供求性偏差”的问题。一是政策供给与科技自立自强的需求相匹配。结合新时期国家战略需求，国家高新区要加快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等方面进一步探索一批突破性的创新政策，支撑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二是政策供给与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需求相匹配。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演进趋势，国家高新区应进一步夯实自主创新能力，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破解瓶颈制约，抢占科技前沿孵化原创高价值产业。三是政策供给与产城人高度融合的需求相匹配。结合人才对人居、教育、医疗等社会配套设施、公共服务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国家高新区要强化宜居宜业宜创城市功能，打造低碳生态宜居高新区；推动城市更新，提升城市空间科技含量和治理水平；加强科创资源集聚，积极布局产、学、研、生活、消费一体化的产业社区和创新社区。四是政策供给与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需求相匹配：结合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趋势，国家高新区要健全多元化政策参与机制，使各类主体的需求得以充分有效的表达，真正推动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和改革。
[bookmark: _Toc286175300]3.2  凝聚政策目标共识
[bookmark: _Toc636032332][bookmark: _Toc805873149][bookmark: _Toc21510934]未来高新区发展应更加强化“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定位，加强政策主体的协同互动，形成政策目标合力。一是持续推进改革示范突破。突出科技体制改革，健全政策协调联动机制。优先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试点和单列管理试点改革，激发人员干事创业积极性。针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建立以负面清单为主的产业准入制度，推行“非禁即入”，放宽准入门槛，允许试错、宽容失败。二是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打造特色主导产业和地标产业，提升特色主导产业的首位度，打造一批产业特色鲜明、科技水平领先、品牌企业集聚的创新型特色产业集群。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形成具有更强创造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跨区域优势产业协作，探索打破行政边界聚焦优势产业链打造产业共同体，跨区域统筹整合产业链创新链资源，培育若干创新型产业集群。三是持续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区域创新高地引领示范作用，辐射带动全域打造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技术高价值的产业集群。探索设立异地孵化器、异地孵化平台，利用异地创新创业资源和要素，弥补欠发达地区双创资源不足的短板。推进“飞地经济”、伙伴园区等跨区域合作机制建设，有效利用“飞出地”创新创业资源。
[bookmark: _Toc594191213]3.3  优化政策工具结构
[bookmark: _Toc309296361][bookmark: _Toc344384348][bookmark: _Toc700375273]针对国家高新区政策工具存在“结构性不足”的问题，政策发展应当结合具体形势任务和政策环境，分别在环境型、需求型、供给型三个方面政策工具进行优化迭代，以推动政策工具更好地服从目标、服务需求。一是环境型政策工具更加注重新改革。在创新驱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拐点上，国家高新区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与产业、经济衔接，科技体制改革重大决策落实形成合力。充分挖掘瞪羚、独角兽等企业的制度变革需求，提供以市场、机会、场景创新为核心的制度环境。探索运用“沙盒监管”（对一定范围边界内的创新活动进行全过程监管，完善包容审慎的监管措施和容错纠错机制）和“包容期”管理制度，构建“创新友好型”监管制度环境，促进新业态发展。二是需求型政策工具更加注重新场景。围绕科技创新、高成长企业培育，进一步打造示范场景。构建场景需求方、技术方案供给方、政府、智库等多方参与的场景组织方式，建立“场景需求分析-场景资源征集-城市场景机会设计-机会清单发布、企业对接与甄选-场景项目签约落地-项目支持与跟踪”机制。三是供给型政策工具更加注重新服务。围绕科技创新、人才集聚、产业促进等重点领域，探索建立匹配科技攻关“揭榜挂帅”的评价与激励政策，探索更加开放和便利的签证、工作许可、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等人才引进政策试点。加强科技型中小、瞪羚、独角兽等企业的成长机制研究，精准服务新经济企业成长。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部署，搭建起园区数字平台，打造高新区大脑。
[bookmark: _Toc809428492]3.4  畅通政策绩效链路
[bookmark: _Toc491944199][bookmark: _Toc735391646][bookmark: _Toc484695271]推动国家高新区政策需求、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的有机统一和落地执行，需要建立绩效反馈跟踪机制，以结果导向来调整政策内容。一是提升绩效执行能力。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进行资源配置作用，在治理结构上，优化“管委会+平台公司”模式。按照市场化导向，剥离管委会融资、开发建设等专业化职能，交由平台公司负责，将管委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行政管理上，建立起以“管资本”为主的市场化结算关系，推进从传统的投融资平台向实体化公司转型。在内部运行上，引入推行企业化管理方式。二是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国家高新区要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估机制，针对不同地区的高新区实行分类分层指导，突出精准评价，更多通过设置“亩均”产出和“亩均”效益指标评价高新区发展的质量。注重在人才密度、创新条件、成果转化、研发投入、资本活跃度、数据能力、企业梯队建设、经济运行效率、产业竞争力等维度开展综合评价。三是形成绩效反馈闭环。国家高新区要建立政策绩效的反馈和传导机制，形成政策过程的闭环。通过科技部门发通报、白皮书等办法，让政策绩效传导到管理决策者进行分析评估。
[bookmark: _Toc35047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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